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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顾颉刚(1893—1980），江苏苏州人，是中国近现代杰出的史学家，贯通经史，著述等身，学术思想包罗宏富，在诸多学术研究领域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顾颉刚史学思想也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未来的学术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作为“古史辨派”主要代表的顾颉刚，其古史学观点与思想在民国初年的社会、政治和学术背景下产生，继承传统，融会创新，从已是危机重重的传统学术研究中脱颖而出，开创了古史研究领域内的史学革命。

顾颉刚的古史学说在解放前有两个主要的课题：前期古史学说的重心是“古史层累说”；后期古史学说的重心是“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古史层累说”是顾颉刚古史学说中最先提出，是主要核心与灵魂，也是最为重要的方法体系。就具体的古史研究而言，顾颉刚的独创性主要表现在提出了“古史层累说”，这既是一种历史观，又是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可以说这是在“层累地造成古史”观支配下的方法论体系。在顾颉刚具体的古史研究中，无论他运用何种具体的史学方法，实际上都是从“古史层累说”演化出来的，或者说某一种具体的方法都是“古史层累说”方法论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是为其“层累地造成古史”观所服务的。他所提出的“古史层累说”估定了传统经学的价值，开创了新的古史研究方法，成为二十世纪古史研究领域中的主要范式之一，其余响至今仍在古史学界内回荡。

新中国建立以来，随着中国考古学发展与成熟，地下出土材料的纷纷涌现，使过去被认为是伪书的古籍得以重新认识，过去模糊的古史认识也日益清晰，自宋代以来的疑古思想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长期致力于出土文献和传统文献的相互证明，以求对上古史再认识的一部分学者们纷纷提出 “走出疑古时代”等口号。
而另一部分学者则一直以来都坚持认为：搜集和考辨史料，这样的工作在任何时代的历史研究中都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说，“疑古时代”又是走不出去的。
这样不可避免地在围绕如何看待“古史辨”与顾颉刚古史学说的学术价值等问题方面，形成两股分歧比较大的观点与认识，并形成当今古史学界重要的学术论争。
对“古史层累说”的基础理论和具体观点，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分析与整理，能够更为清楚地认识到顾颉刚古史学说的意义与不足，这对争论的解决是不无裨益的，也是十分必要的。这就要求我们“回溯原典”，在二十世纪初中国古史学发展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顾颉刚“古史层累说”，全面具体地揭示其基本面貌，客观评价其意义、作用及其局限性。在此基础上，不仅可以找寻到顾颉刚古史学说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史上准确的定位，
而且对顾颉刚学术思想研究的本身也是有着积极意义。
顾颉刚一踏入古史学界便提出“古史层累说”，并由此“暴得大名”，确立其在学术界的地位。顾颉刚终其一生都将“古史层累说”奉为其古史学研究的核心理论、主要指导思想和基本研究方法。“古史层累说”的思想来源大致可以分为四种：一为进化论等西方近代科学思想的影响；二为前人辨伪学和今古经文家学说的影响；三为戏曲、歌谣和民俗学研究的启发；四为新兴近代考古学的刺激。
顾颉刚通过对进化论等西方近代科学的了解与接受，使其学说具有了现代史学的眼光与观念，懂得了用进化演变的科学理念来治学。治学态度上，顾颉刚受到了章太炎等古文经学家的启发，认为治学应当放弃“致用”，而坚持“求真”。在“古史层累说”的具体形成过程中，顾颉刚则分别受到了崔述和康有为的影响，虽然顾颉刚对于他们的治学目的都不接受，但显然接受了他们的主要观点、研究方法和手段，并将其融会贯通，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崔述的疑古辨伪学说对顾颉刚“古史层累说”的形成，起到了较为突出的作用。
无论是理论方法、思维结构亦或是具体观点，“古史层累说”的形成都在技术层面上受到了崔述直接而又深刻的影响。顾颉刚解释旧上古史系统是如何形成时，崔述的朴素“层累说”和对史事繁密的考证启发了他。但崔述限于理学家的思维，只是怀疑传记，未敢触动经，顾颉刚则更向前迈进了一步，利用康有为对经的客观破坏结果，认为经也不可信，进而无限制地使用“默证法”以破经。康有为的学说是顾颉刚创立“古史层累说”的直接诱因，康有为为了尊孔及“托古改制”而对上古信史所从事的解消工作，几无保留地被顾颉刚所继承。
具体观点上，康有为的学说启发了顾颉刚，如“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点；
具体方法上，顾颉刚接受了《孔子改制考》的孔子托古改制说和《新学伪经考》的刘歆伪造说，并将这一观念扩大化，形成了“社会背景分析”的方法。虽然顾颉刚对于康有为等今文经学家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但由于其在学说结构上过分依赖今文经学，使得今文经学对古史不信任的特性深深影响到顾颉刚。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推倒了古文经的信史性，而《孔子改制考》则更进一步地全盘推倒了今文经及先秦诸子的信史性。这就使得顾颉刚对于经学中的“经”和“史”都抱有不信任的态度，进而造成顾颉刚“古史层累说”一开始就带有全盘抹煞上古信史的倾向，在还没有逐步检视大部分重要史事前，就先抹煞古书古史，而这个倾向主要是继承清季今文经学家的历史观而来。
此外，顾颉刚还将从戏曲、歌谣和民俗学中总结出的治学之道，归结为故事的演变方式，应用到整理古史中，形成了“古史层累说”中重要的指导原则与宗旨，即“不立一真，惟穷流变”。顾颉刚“古史层累说”在形成之初，还受到了尚处于萌芽时期考古学的刺激和支持，可以说，“古史层累说”的提出，在当时还得力于如考古学这样的新学识。

“古史层累说”在上古史研究领域里的形成，和顾颉刚当时所处的学术思想环境、所处的地缘条件和其自身的实际情况有着绝大的关系。从大的思想环境来看，五四运动如火如荼，新文化运动兴起，反传统思潮笼罩着思想界。传统的学问界，“经”与“史”的地位正在发生着剧烈的转变，特别是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都对原居于中心位置的经学及经学家的地位产生了强烈冲击，经学的衰退、史学地位之高涨几乎同时发生。
为了摆脱由于经学桎梏所造成的经史中存在的自相矛盾的反常现象，学者们群起脱离经学，并有意识的展开对今古文经学的批判。在面对经学出现的危机时，顾颉刚继承了康有为、崔述等经学家的客观怀疑的成果，吸收西方进化理论，彻底冲出了经学的束缚，完成了由经学向史学的转变。从地缘条件来看，顾颉刚的学术训练期和成熟期是在北京和北京大学这一当时文化教育界的中心完成的，这就为“古史层累说”的提出，创造了地缘上的优势。
从顾颉刚本人成长的经历来看，他未曾系统地接受过中国传统学术训练，正因如此才能在别人不曾注意的地方注意，在别人不审量的地方审量，才能敢于用直觉作判断而不受传统学说的束缚，成为当时宿儒林立的学术界中的后起之秀。

顾颉刚至迟在1922年便为提出“古史层累说”做好了各项准备，观点已经大致酝酿成熟。1922年春，顾颉刚在家为商务印书馆编撰《本国史教科书》，将《诗》、《书》和《论语》中的上古史材料按其发生的次序进行了排比性的研究，发现“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的末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顾颉刚据此提出了一个理论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古史层累说”从开始提出到初具规模，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可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归结为理论体系“三个方法论核心”。1923年2月间顾颉刚在给钱玄同的信中，将其这一段时间的古史研究的看法写出。5月又将这一封信冠名为《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发表在《读书杂志》上，在前言中将其“古史层累说”三点要义和盘托出：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禹，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一个“齐家而后治国”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第二阶段，可将《答刘胡两先生书》一文归结为打破非信史的“四个标准”，视为第一阶段的外延性研究。1923年6月，顾颉刚在《读书杂志》第11期上发表《答刘胡两先生书》，表示准备与刘掞藜、胡厪人两先生讨论有关禹、后稷和尧舜禹的具体史事问题，并为从混淆无章的古史观念中区分出信史与非信史，顾颉刚提出在推翻非信史方面必须打破的四个传统观念。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第三阶段，可将《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一文归结为“六个问题”。1923年6月－11月间，顾颉刚紧接着《答刘胡两先生书》一文，又在《读书杂志》第12－16期上连载了《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一篇长文，具体讨论了六个问题：一，禹是否有天神性？二，禹与夏有没有关系？三，禹的来源何处？四，尧、舜、禹的关系是如何来的？五，后稷的实在怎样？六，文王是纣臣吗？
通过对这六个具体史实问题的详细阐述，回答了刘、胡二人辩论以来所提出的具体问题，并从实证的角度对“古史层累说”进行了检验。这六个问题只是对前两个阶段理论假设的实证性回应，而且顾颉刚以后的许多工作也都是这个六个问题的延续，如《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等文。
所以说，这三个阶段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任何单拿出某一部分，都不可称之为“古史层累说”。后来，顾颉刚在此基础上，对“古史层累说”进行了一定的修正补充，虽然在理论体系上有所完善，但其基本理论内核并没有改变。

顾颉刚实际上通过“古史层累说”的提出，对以往的古史学进行了一次重新估定，重新评价了上古史的史实，推翻了延续二千多年的上古史研究的潜规则，在古史学领域中是一次史学革命。
顾颉刚运用“古史层累说”拆毁了旧的古史系统，剥去了附在先秦典籍上的“圣道王功”，将整个传统社会的道德学说与价值观念置于被怀疑的境地，这对旧的道德体系和思维模式起到了摧枯拉朽地作用。顾颉刚“古史层累说”对中国古史学的影响是十分巨大而深远的。从广度上来看，涉及到了古史学的史学观念、治史精神与态度、治史方法与领域等方方面面；从深度上来看，无论是该学说的支持者亦或是反对者，都或多或少地受其影响。 

总之，顾颉刚“古史层累说”在古史学领域引发了一场史学革命，对中国传统思想道德起到了改造的作用，在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但也要看到它对未来中国古史学的负面影响亦十分深远。

顾颉刚通过“古史层累说”的提出，首倡古史学革命，解决了以往以经学为中心的古史研究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但也要看到，随着古史学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的拓展和延伸，“古史层累说”也遗留了大量无法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在当时为了造成革命性的效果，往往矫枉过正，客观上致使中国上古史研究领域内史料的“真空化”，由此所形成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经过一场史学革命后，许多旧有的对于传统文献的解释和分析，都已经和现有的研究互不相干了，进而被新的解释和分析所替代。但是要将所有的上古史问题都用“古史层累说”来解释，显然也是不可能的，因为顾颉刚在利用“古史层累说”这一理论体系来重新诠释上古史时，也会出现其难以企及的研究范围，亦或是精确度的偏离。
顾颉刚在理论方法上由于时代的局限，受到康有为等清代今文经学家的影响，特别是当时急于在中国古史学领域内掀起一场“革命”，不免忽略了对史事史书的精研细考，所以造成“古史层累说”中存在着一些有缺陷的、有待补充或修改的理论方法和学术见解。这就在顾颉刚古史研究的主观愿望和客观结果之间形成了一种吊诡的现象，即主观愿望是建立真实的古史，客观上则是旧古史系统被推翻，新的古史系统也未建立，整个上古史研究领域处于“真空”的状态。这一客观效果除了使古史学者们认为上古史事茫昧无稽，真伪难辨外，更多的是留给他们古代典籍多不可信的印象，从而给中国古史学的发展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顾颉刚“古史层累说”在理论方法和研究对象上的局限，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古史层累说”过于注重史料和古史认识是如何层累演化的，却忽略了某些史料和古史认识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而日趋递减以至于消亡的现象。这种“古史剥蚀”现象是与“古史层累”现象客观并存。
正是顾颉刚对“古史剥蚀”现象的忽略，才会在史料剥蚀残缺的情况下对史实轻易加以断言，进而形成“古史层累说”一大理论缺陷——“默证法”的过度使用。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顾颉刚十分注意古籍古文献的成篇成书时代和古史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注意将古代学术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与当时大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相联系。这种善于分析层累形成的每一个历史观念所在时代背景中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通过对形成过程的全局性把握，寻出这一历史观念产生的背景原因的方法可以称为“社会背景分析法”。这一方法对于寻找历史认识的源头，无疑有着十分重大的作用与意义。但由于顾颉刚在批判继承康有为等今文经学家的过程中，受到了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的影响，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扩大成“诸子改制说”；“刘歆伪造说”扩大成“汉人整齐说”，这无意间便放大了战国秦汉间人为造伪的范围。这种方法的弊病在于没有意识到古史的层累除了有人为伪造附加上的，还有一种是自然层累形成的情况。
当这种意识形成思维定势时，极其容易走向极端。认为战国秦汉间人有意无意的伪造古史是相当普遍，以至于使得这一时期的每位学者所言所说或某部古典文献中的所有内容，都蒙上了伪造的嫌疑，而忽略了去个别分析、具体对待。从而不仅视这些古籍古文献为不可信，就连其中有可能存在的真实史实素地也一概忽视。

第三，“古史层累说”的指导原则，是“不立一真，惟穷流变”。
顾颉刚把“传说的经历”看得比“史迹的整理”还重要，这是中国传统学问研究者在历史意识方面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度。
但也要看到，“惟穷流变”造成顾颉刚只注重对“历史认识”的衍生发展的研究，忽视了对“客观历史事实”这一“真”的追寻和探求，并且很容易造成研究对象的错位。顾颉刚的古史研究最初是由史料辨伪开始的，他比较注意从史料的演变流传中比较、分析和辨别史料真伪，而对历史本体的客观事实的关注则相对比较薄弱。当顾颉刚的疑古辨伪体系形成后，再想针对上古史实的进行深入考辨时，则必然受到他的已有知识结构、研究习惯和学说体系的限制与影响。

第四，“古史层累说”所应用的主要研究领域，多属于史料学和传统文献学的范畴。顾颉刚提出此说，是基于当时史料学状况，但随着古史史料学的发展，特别是地下新出土材料的发现，使得史料的范围不断地扩大，内容不断地扩充。顾颉刚运用“古史层累说”所提出的某些具体古史学的观点，因此也受到影响和冲击，反观“古史层累说”，也应该予以重新认识。

顾颉刚“古史层累说”中的某些具体古史学观点，由于受到有偏差的理论方法的影响，有些辨伪不免有些过疑，有些论断不免有些武断。随着出土简帛文献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一些出土文献的性质、成书年代和学派归属得以确定，这无疑都影响到了顾颉刚当初运用“古史层累说”所作出的某些论断。
特别是上博简《容成氏》等新出土文献材料给这些具体古史学观点带来了较大的冲击，也为在新的史料基础上重新检验“古史层累说”创造了条件。例如上博简《容成氏》和墨家思想十分接近，墨家思想中的“尚贤”、“兼爱”、“非攻”、“节用”、“节葬”等思想内容在上博简《容成氏》都有所体现。甚至于某些史事记载和制度、个别字词的理解等方面，上博简《容成氏》和今本《墨子》亦有相合之处。上博简《容成氏》与儒道等家先秦两汉文献材料虽亦有个别相合之处，但通观《容成氏》全文，还是与墨家最为接近。而且从地域上来说，在楚简中发现墨家文献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说上博简《容成氏》篇与墨家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或可直接认为其就是墨家“佚文”。
《容成氏》的学派归属问题得以确定后，顾颉刚在《战国秦汉人的造伪与辨伪》和《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等文中的一些观点则可以得到重新认识。
《战国秦汉人的造伪与辨伪》和《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是顾颉刚“古史层累说”成熟期的代表作。
而顾颉刚在“古史层累说”创立的最初阶段，也曾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等文章中先后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学术观点，如“禹的神化问题”、“文王非纣臣论”等。
这两个观点是顾颉刚“古史层累说”初创期的核心，顾颉刚通过这两个观点的论述，彻底地拆毁了旧古史系统。“禹”的问题破除了尧舜禹的禅让说，“文王非纣臣论”破除了夏商周君臣相继的革命说。结合新出土文献为代表的考古学材料来重新审查顾颉刚的这些重要观点，并将顾颉刚“古史层累说”的初创期与成熟期两个阶段的古史学研究成果进行对比，也会发现以往对“古史层累说”研究中易于被忽视的问题。

第一，《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民族合并而产生一元化观念，就是在这融合的过程中，利用了同种的话来打破各方面的种族观念。这一看法无疑是正确的。《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一文为了表明中国古代的伪古史系统和伪古史观是如何构建成的，运用了“社会背景分析法”，认为战国诸子在大的时代背景的影响下，先后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改制措施，为了达到相互竞争最终取胜的目的，诸子们在缺乏历史观念的情况下，纷纷托古伪造古史。先出的儒墨两家的上古系统较短，只有尧舜禹，而后起的道家则将上古系统编造的更长，造出了诸如“容成氏”这样的上古帝王系统。现存的包含有众多的上古圣王的古史系统是由战国秦汉时期的古史家在前段采用了较长的道家说，而后段则是采用了较短的儒墨家说，层累地形成了古史。但新出土文献材料证明
：首先，顾颉刚认为的墨家古史系统较短的认识应该得到修正，这主要是顾颉刚滥用“默证法”造成的。其次，顾颉刚认为古史系统是“战国时期的古史家在前段采用了较长的道家说，而后段则是采用了较短的儒墨家说，综合形成的”，这种“层累”的认识也是不成立的。最后，极端运用“社会背景分析法”，夸大战国诸子的造伪能力，认为战国时期都是在有意地造伪，这样的结论显然有些过头，最终导致了错误认识。这些今文经学家的负面影响也是我们在批判继承顾颉刚古史学时所必须清除的。

第二，《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一文是顾颉刚从《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中延伸出来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如“墨家只提出了尧舜的禅让，舜禹禅让的故事乃是后人加添上去”的认识。顾颉刚为论述这一观点，提出了三点证据，但都有失偏颇。《墨子·尚贤上》篇没有说到舜举禹，便认为墨家文献中不存在着舜禅让禹的记载。可见，顾颉刚此处显然是使用了“默证法”；对《墨子·非攻下》“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这段话，还有断章取义，曲解原文的嫌疑；
为了回避《墨子·尚贤下》中的反面证据，认为该篇是晚出的文献。
顾颉刚这样做的目的只是想构成墨家先起，提出尧舜禅让，儒家续起，再叠加上舜禹禅让，以表明“禅让说”是以层累方式形成的。顾颉刚认为“禅让说”最后写定于汉代的《尧典》的看法，也是有问题的。他认为《尧典》中有关“禅让说”的内容，有两个最为重要的来源。其一，《淮南子·泰族训》；其二，在《尧典》的话中，足知其所涵墨家的成分甚重。而新出土文献中的儒墨家材料为这些观点提供了反证，
所以顾颉刚不应该根据一两条证据便遽定《尧典》的“禅让说”是从何家而来，受那家影响最大。从现有的材料状况来看，战国中期以前的“禅让说”流传状况十分复杂，很难判断《尧典》中的“禅让说”到底受那家的影响最多。而且，认为今本《尧典》受诸子影响，也只能是一种推测，今本《尧典》和诸子中的“禅让说”究竟谁抄谁，或是各有来源，目前尚难断定。

第三，有关“禹”的问题。顾颉刚所认为的“禹有天神性”观点，
得到了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验证与支持。
但顾颉刚认为禹的功绩中，第三种功绩“治水”是后起并受到《孟子》、《禹贡》的影响，是前后倒置的。而且顾颉刚他们并没有将其所发现的禹也曾用“堙塞”的治水方式与原有“疏导”的治水方式并列，却将“堙塞”的治水方式看作先起，而“疏导”的方式后起。这主要是受到了他们想以“社会背景分析法”来解释古史传说演变的牵制，认为古史传说中的特异现象都是战国时期的学者们根据战国的时势伪造出来的，而没有考虑到这些特异现象的出现在春秋以前可否有其根源。另外，顾颉刚认为“洪水原是禹为天子后的事，与尧舜无关”的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

第四，“文王非纣臣论”的问题。基于顾颉刚所认为的纣与文王非后世君臣的关系，文王史迹等问题的观点，
结合田野考古的成果、
殷墟和周原甲骨文、
上博简《容成氏》、
“文王玉环”
等新材料，就会发现武王伐纣之前，商周之间交往密切，周对商存在服属关系，商王纣还曾册封过周文王。特别是《容成氏》中有关文王史迹的记载，在目前的史料条件下，可以最大程度地帮助复原文王与商纣之间的关系，对这些模糊不清的史事进行梳理。但也要看到顾颉刚在具体观点的陈述上还稍有漏洞。虽然在破除纣和文王之间是后世的“君臣”关系的观念上，顾颉刚的看法是较为合理和有说服力的，但根据新的考古发现所复原的商周关系上来看，他的结论还是过于激烈和绝对。顾颉刚认为文王只是“割殷”“翦商”而没有服事殷纣。实际上，顾颉刚在这一点上已经陷入了一种自我矛盾，为了强调文王与纣之间没有后世的君臣关系，宁可抹煞商周之间的附属关系，认为文王并未服事过商纣，而只是翦商。根据《诗经》中的有关文王事迹的记载，顾颉刚还对《论语》“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孟子》“文王以百里”，《左传》“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史记》“纣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等文献史料表示怀疑，但这其中除了《孟子》“文王以百里”外，其他的记载还是可以找到史影的。

通过分别对顾颉刚“古史层累说”成熟期的两篇代表性文章《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以及初创期的两个主要观点“禹的神化问题”、“文王非纣臣论”的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实证性的具体考察，并将这前后两期的具体古史观点进行对比，会发现在“古史层累说”的初创期，顾颉刚在治史过程中，能够依照现代史学的基本规范，严格审查史料，忠实按照史料中所含的史学信息来研究古史，虽然以今天的后见之明看来，这一时期他所提出的具体史学观点还有些偏差，但大致是与真实的史实相去不远的。但在三十年代以后，“古史层累说”日益走向成熟，顾颉刚在一些代表性的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治学态度却与初创期大异其趣，为了维护先前古史研究中所得来的“层累地造成古史”的基本认识，他频频使用“默证法”和从今文经学家借鉴来的“社会背景分析法”，无限制地将以“层累叠加”方式形成的伪造古史扩大化，使得一些史学观点出现了不应该有的偏差和失误。同时对后来的古史学研究也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表现即是使部分古史学者们认为中国上古史史料有着普遍的不可信性，无论其中是否含有真实的史实素地，一概抛弃一概抹煞，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上古史研究领域可用材料的“真空化”。

没有任何理论能够解答在一定历史时期它所面临的领域内的所有问题，即使已经得到解答也常是不完满的，但恰恰正是这种理论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吻合精密度的不完满，才会产生许多未来研究的范围和课题，才会使后来者从深度和广度上不断地完善这个领域。如果理论方法与研究对象之间稍有不合，即成为抛弃该理论和方法的理由，那么任何的理论和方法随时都要面临着被抛弃的危机。吕思勉评价章、康、梁时说：“成败不足以论英雄，因为事之成否，多半决之于外来的因素，而一个人的主张，则是原于其所处的地位。任何一个人，其所主张，总代表着社会上一方面的需要，即使其人失败，其所主张亦决不会全然废弃。”
刘家和在《崔述与中国学术史研究》序中评价崔述时亦说：“我们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几乎历史上一切有成就的大学者都不可避免地有其深层的内在矛盾。如果他的学术已经到了完满无缺而无全任何矛盾的程度，恐怕学术真的就要到他为止了。”
而对于顾颉刚的古史学说也应当如是观。
顾颉刚作为二十世纪的著名的学者、古史学家，引领二十世纪中国史学乃至思想界一个重要思潮，即对以往传统的怀疑与反思，开启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总总迹象表明，顾颉刚对其在表述“古史层累说”这一理论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具体的方法与手段的局限性是有足够的认识的，但终其一生他都未改变他这一基本理论。
他正是用旁人看来似乎是固执的行为来捍卫和表达他终生为之奋斗的理想，而恰恰是这一行为才使他没有随波逐流，才使他的学说充分展现于世人。
对于前辈学者，不应该过分苛责他们对学科所作的贡献，对于他们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功绩不应忘记。前辈学者提出问题，并解决一部分问题，将余下的问题遗留给后人，这才能使后人沿着前人的足迹，利用后出的材料和日益完善的方法进一步解决问题，提高认识。所以说，前人的工作并非多余和无用。顾颉刚古史学说作为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史，特别是古史学发展中重要的一环，有着不可替代的过程性。顾颉刚留给后世的并非只是其古史学说中的研究方法与具体观点，更重要的是其古史学说中的理念与精神，这是一笔不可多得的学术遗产。古史学界现在所要做的是批判地继承顾颉刚古史学说，特别是继承其运用历史演进的治史方法、严格审查史料的态度和多元化的史观，扬弃史学理论方法和具体史学观点中矫枉过正的部分，清除今文经学家残留在其古史学说中的负面影响。分清何为后世演化的古史，何为后世层累的古史，何为曾经剥蚀缺失的古史，揭开蒙在古史上的层层迷雾，寻出古史中的真实素地。

应该如何认识顾颉刚“古史层累说”的得失优劣？又该对顾颉刚古史学说抱以何种态度？这些问题成为二十一世纪初海内外中国古史学研究者们共同关注和思考的重要课题。通过对顾颉刚古史学说的核心与灵魂——“古史层累说”的系统回顾与梳理，可以看到“古史层累说”中打破非信史的“四个标准”等观点依然对目前的古史研究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但也要看到“古史层累说”无论是理论方法还是具体史学观点，都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未来的古史研究中，对顾颉刚古史学说中有益的成分加以继承和发扬，而对其中一些错误的理论方法或是“矫枉过正”的具体观点予以修正和补充，特别是顾颉刚在继承今文经学家的学说时对中国古史学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一定要清除。只有充分地批判继承顾颉刚古史学说，才能真正有利于中国古史学健康有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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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顾颉刚在《法华读书记》中记述拟作之书时说，“予三十后编著《古史辨》，在旧史学界起一革命，得名得谤，扰攘至今。现在已有新方法可用，但愿于熟练之后将予所著修改一过，俾知予在古史学上确有何等功绩，并负何等罪过。书成，可名《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参见顾颉刚：《法华读书记》（1951.1－1955.5），《顾颉刚读书笔记》（五），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2945－2946页。）看来，顾颉刚晚年已经意识到必须用新方法来修正自己以往的研究，并对自己在中国史学史上的位置亦十分关注，希望后人通过《顾颉刚古史论文集》来评判自己在中国古史学发展史上的功过是非。作为后学对于前辈学者所取得的学术成绩的评判，是没有功过之分的，但对这些研究的得失利弊，却应有明确认识。以“古史层累说”这一顾颉刚古史学说中最为重要的方法论体系为切入点，通过对“古史层累说”的系统回顾与研究，深入了解顾颉刚在运用“古史层累说”研究过程中的优劣成败，给顾颉刚古史学说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一个较为客观准确的定位。


�路新生：《顾颉刚疑古学浅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1期。


�详见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


�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156－160页。顾颉刚“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的观点的思想来源也并非单纯的来源于今文经学家，观念上受到今文经家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但无论是康有为亦或是廖平，都没有直接提出“黄金世界”这个名词。顾颉刚在这方面很可能也受到过李大钊的影响。李大钊1919年主编《晨报》副刊，同时协助北京大学学生创办《国民》和《新潮》杂志，自1920年7月任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在1920年就指出封建史观的核心是：“大抵慨念黄、农、虞、夏、无怀、葛天的黄金时代，以重寄其怀古的幽情，而退落的历史观，遂以隐中于人心。”（李大钊：《史观》，《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2页。）1923年4月6日李大钊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了《史学与哲学》一文，大谈中国古代的历史观念，称黄、农、虞、夏之世，便是中国人理想中的黄金时代，倡议新历史学家首当打破此种谬误观念。他说：“从前的历史观，使人迷信人类是一天一天退化的，所以有崇古卑今的观念。中国如此，西洋亦然。它们谓黄金时代，一变而为银时代，更变而为铜时代、铁时代，这便是说世道人心江河日下了、这种黄金时代说，在十七世纪时为一班崇今派的战士攻击中心。……诗人的梦想多以前代过去的时代为黄金时代。中国的“采薇”、“获麟”诸歌和陶渊明一流的诗，都有怀思黄、农、虞、夏的感想。黄、农、虞、夏之世，便是中国人理想中的黄金时代。新历史学家首当打破此种谬误的观念，……这是史学的真趣味，这是研究史学的真利益。”（李大钊：《史学与哲学》，发表于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3年4月6日，收入蒋大椿主编：《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945页。）而1923年一月至五月间的顾颉刚恰好在上海，任商务印书馆职，与王伯祥合编《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至五月才请假回苏州。


�详见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


�详见罗志田：《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收入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302－341页。


�有关这一时期北京大学在学术文化教育方面的重要性，可以参见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梁柱：《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萧超然：《北京大学与近现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详见黄海烈：《顾颉刚“古史层累说”初探》，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72－73页。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52页。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60页。


�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古史辨》第一册，99－102页。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105－150页。


�参见余英时：《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


� 1939年，钱穆在《国史大纲》中针对顾颉刚的这一弊病，便提出“古史层累遗失”之说，认为“从一方面看，古史若经后人层累地造成；惟据另一方面看，则古史实经后人层累地遗失而淘汰。层累造成之伪古史固应破坏，层累遗失的真古史，尤待探索”。（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8页。）“古史辨”派内部也有学者意识到这一缺陷的存在。如吕思勉在《古史辨》第七册《自序》中就曾指出：“古史之传于今者，探其原，盖有神话焉，有十口相传之辞焉，有方策之遗文焉，有学者所拟议焉，且有寓言无实者焉。其物本樊然淆乱，而由今观之，抑若略有条贯者，皆节经损益润饰而成。其人不必相谋，而其事一若相续，此顾君颉刚所谓古史为层累造成。抑又未尝无逐渐剥蚀，前人所能详，而后人不能举其事者，此其所以益不易董理也。”（吕思勉：《古史辨》第七册自序，1页。）“古史层累说”提出六十年后，刘起釪亦在《顾颉刚先生学述》中指出：“我国上古的旧史体系固然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然另一方面还有‘层累地遗失的古史’与之相辅构成古史的实际情况。因此对一些史料毁失过甚、史实面貌不清的问题只应当存疑，不应当疑定。顾先生学说中对这点没有加以注意……但由于忽视了‘层累地遗失古史’的一面，以致对一些史料毁失过甚史实面貌不清但不能肯定就是伪史的地方，也作为伪史怀疑”。（刘起釪：《顾颉刚先生学述》，中华书局，1986年，150页。）杨宽在其《自传》中也提出：“古史传说的层累地造成，和历史事实的逐渐剥蚀是同时出现而存在的，由于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传说‘后来居上’，因而中国上古史原有体系中，在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传说之后，紧接着逐渐剥蚀历史事实的阶段，夏代正是这两个阶段的交接部分，如何划分古史传说阶段的下限，是需要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郑重地认真地处理的。”（杨宽：《历史激流中的动荡和曲折》，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73页。）


�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古史辨》第七册上，25－28页。王汎森就认为：“顾颉刚的‘层累造成说’有一个相当突出的特质，这个特质是：他把‘层累’看成是有意造伪的结果，而不是自然累积而成的。”关于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个特质，则“主要是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所造成的影响。”参见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293页。


�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第一册，273页。


�余英时：《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410页。


�详见黄海烈：《上博简<容成氏>的发现及其学派归属问题》，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08年5月26日，� HYPERLINK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443"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443�。


�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古史辨》七册上，1－64页。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古史辨》七册下，30－109页。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60页。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105－150页。


�《唐虞之道》见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157—160页。《子羔》、《容成氏》见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据此段话，顾颉刚说：“依我们的猜想，墨子时的传说，大约是说舜崩后，有苗强大作乱，禹把他征灭，便自己做了天子。”（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古史辨》第七册下，53页。）这里姑且不去强辩禹到底是通过“禅让”还是“征伐”获得的天下，或者这两种说法都是存在的。单看顾颉刚所举《墨子·非攻下》这段话，便是有断章取义，曲解原文的嫌疑。现将此篇全文据引如下：“夫好攻伐之君，又饰其说以非子墨子曰：‘以攻伐之为不义，非利物与？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由此段全文可以看出《墨子》的这段话并非是在讲禹、汤、武王是通过何种手段获得天下的，而是说攻伐的正面意义。


�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古史辨》第七册下，55－56页。裘锡圭：《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36页。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裘锡圭：《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古史辨》第一册，107－114页。


�详见裘锡圭：《�公盨铭文考释》，《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6期。收入裘锡圭：《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46页。裘锡圭：《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22页。


�洪水、治水的确有可能在西周早期的传说中与尧舜无关，�公盨铭文可证。但不能就此下结论说“洪水和治水的事发生于禹为天子之后”，因为上博简《容成氏》中明确记有：“舜聽政三年，山陵不疏，水潦不湝（？），乃立禹以為司工。禹既已【23】受命，乃卉服箁箬，帽芙□□足□� INCLUDEPICTURE "http://www.jianbo.org/Pic/2003/chenjian02/chenji10.gif" \* MERGEFORMATINET ���【15】� INCLUDEPICTURE "http://www.jianbo.org/Pic/2003/chenjian02/chenji11.gif" \* MERGEFORMATINET ���面□□□，不生之毛，□濏湝流，禹親執畚（？）耜，以陂明都之澤，決九河【24】之阻。”（《荣成氏》的简序和释文具体参考陈剑：《上博简《容成氏》的竹简拼合与编连问题小议》，“简帛研究”网站，2003年1月9日，� HYPERLINK "http://www.jianbo.org" ��www.jianbo.org�。后收入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327－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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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作宾：《新获卜辞写本后记》，《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1929年，203页。林沄：《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国联盟》，《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69－84页。李零：《读〈周原甲骨文〉》，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3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220－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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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三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8期，22－33页转68页。李学勤：《文王玉环考》，饶宗颐主编《华学》第一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8月，69－71页。陈剑：《释“琮”及相关诸字》，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办，“中国简帛学国际论坛2006”会议论文，2006年11月8日。


�徐旭生就指出：“我国极端的疑古派学者对于夏启以前的历史一笔勾销，更进一步对于夏朝不多几件的历史，也想出来把它们说作东汉人伪造的说法，而殷墟以前漫长的时代几乎变成白地！”（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30页。）董作宾在1951年所作《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一文中回忆到：“最近三十多年，可以说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学术界有一个‘偏向’，是偏重地下材料而看轻了纸上史料，不但看轻旧史料，而且抱着极端的怀疑态度对付旧史料，这就是近三十年如荼如火的疑古派作风。怀疑，本来是科学家应有的精神，为了追求真理，可疑的自然应该存以待考。……上古传下来的纸上史料，史实里每每夹着传说，不易区分。过于信，当然不可；过于疑，也要不得。大家都知道，风靡全国、震惊一世的大书《古史辨》，倡之者是我们的老朋友顾颉刚。……讨论遍三皇五帝、夏商周的一切纸上史料，《诗》、《书》、《易》、《礼》、诸子百家的书籍。十大本《古史辨》，主要的观点只是一个‘疑’，一个‘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信念之下的极端怀疑。这当然是属于革命性、破坏性的。我国古代文化所寄托的一部分‘纸上史料’，经过这样一‘辨’，几乎全部被推翻了。疑古的新史学影响所及，东西洋的汉学家对于中国古代文化问题为之四顾茫然，不知所措。谨慎一点的人，只好从商代讲起，再谨慎点，最好讲春秋以后。”（董作宾：《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原刊《大陆杂志》第三卷十二期，1951年。收入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612－6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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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和：《崔述与中国学术史研究》序，载于邵东方：《崔述与中国学术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9页。


�顾颉刚在“古史层累说”创立之初，便根据考古学的新发现而随时修正自己的学说。如关于“禹”的问题。但这只限于局部的修正，但对于“层累说”中“层累叠加”的理念，顾颉刚是至死都没有放弃。当“禹铸于九鼎”之说不成立后，他改用先秦诸子不断造伪不断层累的理论来解释古史观念层累形成的过程。认为不管是禹与夏的关系，尧舜禹的禅让，文王为纣臣等等都是战国诸子基于他们当时现实环境的需要而伪造的。详见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232页。


�纵看古往今来，思想家在表述他们的思想时，他们的思想载体或是组织严密，或是合乎逻辑，或是表现离奇，或是手法怪异，但共同一点都是通过这一载体来表达同时代的人们未曾企及的问题与思想，并不屈不挠的坚持与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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